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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执行主任 诺琳(黑泽

2004年“三八国际妇女节”致辞

2004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标志着对妇女至关重要的一年。在世界各地，妇女都面对着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贫困、经济不稳定、不断上升的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和日常生活中的暴力的挑战。同时，在各个地区，妇女在过去20年里取得的进步正在遭到打击。在今年的国际妇女节，我们要宣布迎接这些挑战和前进的决心。

今年是全球开始加紧为在2005年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10周年进行准备的一年。作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盛会，北京大会推动了世界妇女运动向更新的方向发展，它把“妇女十年”中妇女的要求和呼声汇集成战略联盟和集体的力量。大会的结果是各国对妇女进步的承诺，反映在大会通过的《发展、平等与和平行动纲领》中。在1995年，全世界听到了妇女的声音。

10年之后，这种声音必须再次被倾听。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成立正是因为全世界的妇女要求联合国里有妇女的声音。在我们为“北京加十”做准备时，必须要寻找世界各地妇女的声音，并确保它们被认真聆听。这正是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自成立伊始就贯穿其所有项目的指导方针。

我太经常地听到妇女描述她们的经历如何不被政策讨论所接纳。无论是对全球化的不公平影响、战争和武装冲突带来的破坏，还是对艾滋病造成的现实生活的讨论中，她们都感觉到被边缘化和被决策过程所排斥，虽然这些决策直接影响其生活。然而，众所周知，最有效的政策正是来源于对那些有亲身经历的人的倾听，他/她们能提出观点，帮助了解问题和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

近些年来，妇女网络在全世界不断扩大。 这证明妇女正在团结起来，让自己的呼声更响亮。她们活跃在社区、政府和国家机构、学校、国际场合和媒体，她们发出的不是受害者的声音，而是生存者、领袖和活动家的声音。

今年，妇女们聚集在妇女地位委员会，要参与到对日益影响妇女和女童的艾滋病问题的讨论中。10年前，妇女占全世界感染人数的38%，而今天她们已占到50%。在有些地区，女性感染者的比例已高于男性：在加勒比地区，女性占52%，在非洲，女性占58%。10年前，妇女似乎还在艾滋病的外围，今天，她们已成为震中。青年女性的情况尤其值得警惕。在发展中国家，新感染的15-24岁的青年人中，女性已超过男性，比例为2：1。妇女，尤其是女童，从生理上比男性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此外，艾滋病给妇女和女童带来的社会影响也大于男性-在家庭成员被感染时，是她们承担了照料病者的重担，从而对她们的就学、就业、粮食耕种和在自己也被感染时接受治疗产生了严重的限制。对妇女的暴力，既是妇女感染艾滋病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果，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强奸、性袭击和妇女无力拒绝性行为和要求安全性行为都对病毒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妇女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并没有沉默中被艾滋病吞噬。妇女艾滋病毒携带者网络，如“国际妇女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社区”正在开展卓著的工作，她们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倾听，自己的需求被认真对待。基于自身的经历，她们在帮助人们了解艾滋病流行中的妇女问题，在寻求创新性的解决方法，同时也在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倡导一个没有歧视、侮辱和暴力的未来。在这样的未来中，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能够获得药品和治疗、能够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同自己的孩子一起过上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

我们了解妇女的声音所能产生的力量。今年，我们特别要为非洲妇女的力量鼓掌。她们成功地推动了《非洲人权宪章-非洲妇女权力议定书》的通过。妇女非盟委员如今已占到了50%，符合非盟关于妇女平等参与决策岗位的政策决定。最近，卢旺达妇女成功地获得了议会48.8%的席位，成为世界上妇女在议会中比例最多的国家之一。此外，卢旺达高等法院的法官中一半是妇女。在世界其它地方，妇女也在寻求途径发出呼声。如在阿富汗，妇女成功地使在最近通过的宪法中加入了一项新的条款，保护男性和女性的平等权利。

在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上，妇女也发出了响亮的声音。通过过去20年中女权组织的不断宣传，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了某种形式的制止对妇女的暴力的立法。至少已有45个国家制定了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立法，21个国家正在起草新的立法，其他许多国家对刑法进行了修订，使之能更好地处理家庭暴力问题。

为了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必须化语言为行动。这要求政府和广泛的国际社会遵守自己的承诺，并提供资源，将承诺化为行动。在2004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我呼吁全世界倾听妇女诉说她们的境况、她们的需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设想。我们有责任传达她们的呼声，并以之引导我们的工作和决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创造一个男女两性都能过上最美好生活的世界。
论点集粹

重新认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问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瀛通在《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撰文认为，迄今为止，一些涉及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几乎都存在着涉及基本概念与理论方面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作者针对问题，对出生性别比的基本概念、数理检测方法等作了进一步阐述与再认识，并对出生性别比失调与近一个时期失调的初始时间作了界定，同时，对异常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变动态势进行重新估计。

文章指出，所谓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时期内的某人口，在无人为干扰胎儿性别的条件下，以在出生时刻全部活产的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乘以100，用来表征每出生百名女婴所相对出生的男婴数。作者认为，（1）以极少出生婴儿数量所计算的出生性别比毫无意义；（2）只有在出生婴儿数满足了统计上要求的“足够量”时，所计算的出生性别比才可作为判定是否正常的标准；（3）出生婴儿数量在不及或远不及“足够量”时，所计算的出生性别比不可作为判定是否正常的标准，而只可作为变动趋势与是否趋于正常的参考。他认为，从总体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动，1980－1983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虽有人为因素的“异常”部分，但仍属正常值域范畴。然而，从1984年起，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异常并逆势而动，至今仍居高难下。这种异常程度，要比旧中国溺女婴及女性低龄死亡概率高于男性所致的不合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还要严重。作者指出，以检测胎儿性别为手段，以人工流产女胎为代价，来达到生男孩目的的家庭，因逐年增多而导致出生性别比持续地异常性升高。这种不正常的做法，使为数不少的家庭在达到生男孩目的的同时，也流产女胎，使本应出生的女婴数量减少，这也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生率与生育水平下降的十分重要的成因，即人为胎儿性别选择致成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过度失调，是近一个时期内生育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题为《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的文章。文章使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7年11月中旬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中第二期育龄妇女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分析探讨了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间接和直接原因。理想的孩子性别选择，城市存在选择女孩，而农村存在明显的选择男孩的现象。只有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的比例明显高于至少有一个男孩而再次怀孕妇女的比例；实行人工流产的比例前者要明显低于后者。生孩子的数量和性别是唯一决定下一个孩子分孩次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它与年龄、民族、受教育和婚姻状况无关。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选择性人工流产导致的。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丹丹在《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发表了题为《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的文章。作者利用1989、1991、1993和1997年的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中工资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趋势。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从1989到1997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在职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差异拉大，对女性的歧视有扩大的趋势。作者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工资性别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40岁以上年龄组、非国有部门和“蓝领”职业的人群中；而在高中以上教育程度、40岁以下年龄组、国有部门和“白领”职业的劳动力中表现则不明显。作者还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待遇，消除性别之间不合理的差异提出了看法：一方面，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职业角色的转换，有助于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待遇。另一方面，减少性别歧视，应进一步打开市场壁垒，消除性别间的市场分割。此外，政府应在顺应市场动作机制的同时，更有效地监控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一些不公平行为，加强对女性劳动力的法律保护，为女性创造更多、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同时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公平和有效率的竞争环境。

“女大学生陪聊”现象的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2004年第2期刊登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雷茜撰写的题为《“女大学生陪聊”现象的社会性别分析》一文。文章探讨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性别商品化与客体化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对女性被商品化与客体化的社会事实进行了分析。

作者认为，女大学生陪聊与旧时青楼文化和当代的“三陪”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对性别的消费行为。其表现为：从陪聊组织者看，“靠向顾客销售高于市价几十倍的茶点来赚钱”，是为了商业利益；从消费者看，尽管打着“聊天、谈理想、谈感情”的招牌，实际上是男性对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的商业消费；从女大学生看，参与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少的一部分“靠客人给小费来取得收入”是最直接的动因，为的是赚钱。女大学生陪聊是男性对女大学生的性别消费，是现代社会性别商品化的产物。但作为当今性别消费的一种新形式，女大学生陪聊与旧时青楼文化和当代的“三陪”相比又有自己的特征：其一，陪聊的主角不是混迹风月场所的“不良少女”，而是被视为属于主流社会的“女大学生”；其二，当今中国的性别消费多在“阴暗的角落”进行，而女大学生则在陪聊广场以完全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三，“女大学生”被赋予了明确的“商品”意义，是被当作交易广告或筹码用以招徕顾客。作者指出，女性陪聊与其他许多性别消费行为实质上已构成了“性经济”。在女性被商业性消费的背后，更深层的根源是对女性的客体化－即把女性当作物件，当作被动的客体。女性被商品化与客体化是男性占据社会优势，是两性关系不平等使然。目前在中国，男性占有更多的资源优势，男性是女性身体、性、精神的消费者。社会默许和承认了这种性别间的消费与被消费、主体与客体的不平等的关系格局。于是，女性被商品化了，女大学生被商品化了，男性在与女大学生的陪聊中，消费的是女大学生的身体、相貌、“知识”和“品位”，乃至性。作者认为，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商品化、客体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仍有一批女性，以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与男性分离有限的社会资源。她们在实践中日渐积累起足够立身世界的经验、知识与技能，尤其是其中一部分优秀女性，她们在社会生涯中拥有更丰富的机会与选择，拥有更多驾驭命运及事业的信心与实际能力。相对来说，这部分社会层次较高的女性被商品化与客体化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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